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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与
国际发展援助的 “共生”
———援助国产业结构差异的视角

王　钊

＊ 王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研究院／国际经贸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上海２００２３５）。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中国发展融资创新与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债务可持续性关
系研究”（项目编号：１９ＣＧＪ００３）的阶段性成果。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６９／ｊ．ｃｎｋｉ．ｆａｒ．２０２０．０２．０５１

摘　要　发展与援助在二战后的制度化结合是现代援助体系诞

生的标志，对外援助的道德属性被框定为帮助受援国实现发展。但

在现实中，西方和中国常质疑彼此的援助道德动机，前者认为后者

的基建援助是 “新殖民主义”、 “债务陷阱”，后者认为前者的软性

援助人员费过高、口惠而实不至、干涉他国内政。本文尝试在国际

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将对外援助决策的规范建构与理性选择双重属

性理论化，发掘一国产业结构与对外援助政策间的关联性，以解释

西方与中国对外援助的特征差异和误解来源。概言之，发展通过中

间变量产业结构可以分解出发展理念、发展资源和发展压力等作用

机制，影响一国对外援助的部门分配，因而工业国倾向基础设施与

生产性援助，第三产业国则偏好投放专业服务类援助。在全球价值

链分工视野下，中国对外援助的偏好和结构具备合理性和正当性，

不同援助方的发展援助既会产生竞争，也可互补共生，共同推动联

合国 “２０３０愿景”和新型全球治理的实现。

关键词　对外援助 产业结构 基础设施 服务贸易 全球价

值链 发展援助 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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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１９９５年援外改革，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规模迅

速扩大，在新兴援助国群体中颇受关注。作为传统的援助国俱乐部，经合组

织 （ＯＥＣＤ）一向主导国际发展体系，对中国对外援助则颇有微词，如认为

中国援建基础设施以换取安哥拉石油、加蓬锰矿、刚果 （金）铜矿等是一种
“新殖民主义”，中国向蒙内铁路、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

港等项目提供优惠贷款是希望将受援国拖入 “债务外交陷阱”，中国援助参

与融资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会破坏当地自然环境、压低劳工标准、加剧全球
“向下竞争”。与此同时，中国对ＯＥＣＤ传统援助俱乐部也有批评，认为西方

援助人员费用比例过高、口惠而实不至，热衷于改革甚至重塑受援国的政治

经济制度，严重干涉他国内政，“中国是唯一在非洲做过实事的国家”。这种

相互批评实际上反映了援助行为中的一个关键现象：中国与西方在援助资源

产业部门配置上存在差异，工业国倾向基础设施及生产性部门援助，后工业

化国家偏好制度构建等专业咨询类援助，但彼此认为对方的援助部门分配有

问题、有私心，势必阻碍联合国 《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下文简称
“２０３０议程”）等国际发展愿景的实现。

援助与发展在二战后的制度化结合是现代援助体系诞生的标志，但也使

对外援助议题更加复杂化。有学者提出，人类社会有三种基本的资源分配类

型：经济交换、政治再分配以及赠予，援助是赠予式资源分配的重要形式。①

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援助是人类社会长期存

在的关系形式。在西方历史记录中，最早的国与国援助，也就是对外援助，

发生在公元前２２６年，埃及法老托勒密三世带领地中海沿岸数国向遭遇大地

震的罗德岛提供了救济物资。② 而现代意义上的对外援助被认为发端于二战

后初期，与过往援助的最大不同即援助与发展的结合。１９４９年美国总统杜鲁

门在其第二任期中的 “第四点计划”开启了 “发展时代”，从此南北关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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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Ｔｏｍｏｈｉｓａ　Ｈａｔｔｏｒｉ，“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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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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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转化为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两分范式， “发展”成为

两者间的转换机制。① 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成为战后至今最主流的对外援

助类型，其所附带的一系列概念、规则、规范，可被看作援助与发展制度化

结合的产物。援助国为受援国提供 ＯＤＡ是为了后者的发展，ＯＤＡ本身同时
也蕴含了前者对发展的理解，即发展理念甚至是发展模式在对外援助中的投

射和扩散。之后，冷战的结束使对外援助的战略工具属性下降，全球发展治

理框架在国际援助体系的基础上成型：ＯＥＣＤ发展援助委员会协调双边援助
实践，世界银行引导多边援助行为，联合国为国际社会拟定１０—１５年的发

展目标，专门性国际组织适时介入特定发展议题，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提供汇率稳定援助、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提供促贸援助等。此外，

美苏冷战是权力政治，也是发展模式竞争，苏东剧变使得一段时间内没有任
何西方以外的发展模式可供选择，② 也很少有 ＯＥＣＤ以外的援助资源可资利

用，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 “西方援助卡特尔”。③ 这也就是为什么新兴援助

国群体在２０００年前后的出现被认为是国际援助事业的 “寂静革命”，④ 全球
发展治理的最大变量。

本文尝试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将对外援助决策的规范建构与理性

选择双重属性理论化，发掘一国产业结构与对外援助政策间的关联性，以解

释西方与中国对外援助的特征差异。发展通过中间变量———产业结构分解出
发展理念、发展资源和发展压力等作用机制，影响了一国的对外援助行为，

造成工业国倾向于投放基础设施与生产性援助，后工业化西方则完成了对外

援助的全面服务化。中国与西方在援助事务上的误解和相互批评，在很大程
度上来源于没有理解对方的援助与发展结合的逻辑，甚至没有理解自身发展

援助的 “潜意识”和利益结构。但从本质上讲，中国与西方的产业结构差异

内生于全球价值链，双方根据各自要素禀赋分别接入了制造业和高端服务环

节，具有共生互补特征。就受援国需求而言，西方对外援助的全面服务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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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Ｒｉｓｔ，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ｒｏｍ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ａｉｔｈ，Ｚｅｄ
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８，ｐｐ．６９－７９．

Ｊｅｎｓ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ｉｄ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ｓｉ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０，ｐ．ｖｉｉｉ．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Ｔｈｅ　Ｃａｒｔｅｌ　ｏｆ　Ｇｏｏｄ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Ｎｏ．１３１，Ｊｕｌｙ／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２，

ｐｐ．４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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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８４，Ｎｏ．６，２００８，ｐｐ．１２０５－１２２１．査道炯： 《南
南合作运动历程：对 “一带一路”的启示》，《中国国际战略评论》，２０１８年 （上），第２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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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援助并不是互斥的，双方协调合作可提供更完整的发

展方案和更充足的援助资源。

下文将首先就援助与发展研究的学术史、对外援助的产业部门分配效应

和新兴援助国视角下的中国援助研究进行文献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

的核心观点：中国与西方的对外援助因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

从而导致双方的相互误解和批评，传统援助国、新兴援助国和受援国可在全

球价值链体系中实现共生，更好地推动 “２０３０议程”的实现。继而，梳理战

后西方发展理念与援助产业部门分配的演变和互动，揭示西方推动的经济改

革和良治等专业咨询类援助也如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一样，具有规范选

择和利益驱动的双重属性。进而，以西方大国中服务经济最发达的英国为案

例，剖析第三产业主导国民经济对英国 “道德援助”路径的支撑，这也可作

为观察 “新世界工厂”中国对外援助的 “镜中影像”。第三部分是关于全球

价值链视野下中国与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如何实现 “共生”① 的讨论。最后是

结论。

一、对外援助的产业部门分配效应

对外援助是一套复杂的行为体系，涉及国际发展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和

冷战史研究等学科领域。这一部分将首先总结不同学科路径下对外援助研究

的思路和重点，然后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 “分配效应”概念进行综述，在

此基础上探讨一国国内产业结构与对外援助部门分配特征间的关系。最后，

就中国１９９５年援外改革、优惠贷款援助、海外基础设施投融资、开发性金

融等引发国内外关注的核心议题进行评述。新兴援助国视角下的中国对外援

助研究，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中国对外援助及其与国际发展

援助体系之间关系的研究。

（一）援助与发展研究的学科意识
“国际发展中的对外援助研究”与 “对外援助中的发展援助研究”，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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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共生”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生物基于相互需要而彼此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传递，实现共
同生存。这一概念后从生物学扩展至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领域。参见苏长和：《共生型国际关系的可
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年第９期；任晓编：
《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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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际发展学与冷战史援助研究的路径差异。国际发展学是二战后兴起的，

旨在研究如何使新独立的落后国家实现发展。在这方面，西方目前已形成成

熟的学历教育和学术研究体系，主流高校多设有国际发展院系，《世界发展》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和 《国际发展研究所通报》 （ＩＤ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等专业期
刊颇具影响力。在国际发展学视野下，对外援助仅是全球发展治理的工具之

一。根据ＯＥＣＤ新推出的 “官方对可持续发展总支持数据库”，有助于２０３０
议程实现的出口信贷、私人投资、侨汇、甚至国际组织会费等都属于发展融

资的统计范畴，都是国际发展学的研究对象。而在冷战史学科视野下，发展

援助则是对外援助研究的子议题，关注发展动机与战略动机在援助行为中的

交互，且发展援助仅是一个西方概念，社会主义国家多采用经济技术援助、

军事援助和物资援助这样的类型划分方式。①

国际发展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援助研究的路径差异，在于是否有预设前

提———援助国和受援国中至少有一方基于规范动机来制定和实施援助政策。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下，对外援助仅是一国对外政治经济政策的一环，强

调分析援助关系中所蕴含的国内—国际利益分配结构，不设规范性前提。例

如，米尔纳等通过研究１９７９—２００３年美国众议院议员在对外援助法案上的

投票行为，发现议员所在选区的经济特点是决定其援外选择的核心变量：美

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如同其贸易政策一样，致力于维护一个稳定、开放的世界

经济，因此受益于全球化的群体倾向于支持增加对外援助预算。② 再如，梅

斯奎塔等发现所有援助行为的发生都与援助国和受援国领导人的政治生存利

益密切相关，双方领导人都希望通过援助交易维护权力地位，以援助换取政

策让步的行为会使援助国和受援国的精英阶层以及援助国民众获益，而常常

会给受援国民众带来伤害。他们明确提出，国际发展学的援助研究隐含了一

个前提假定，即至少援助国，也许受援国也一样，将援助看作一种减少贫困

的工具。但国际政治经济学路径下的实证研究发现，减贫并不是援助国分配

援助资源的唯一考量，甚至不是主要原因。③

５５

①

②

③

感谢上海大学蒋华杰副教授与笔者分享冷战史学科对援助的理解。首届国际发展青年学术汇
“全球发展转型与新发展知识研讨会”，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９—３１日。此处引用
征得对方同意。

Ｈｅｌｅｎ　Ｍｉｌｎｅｒ　ａｎｄ　Ｄｕｓｔｉｎ　Ｔｉｎｇｌｅｙ，“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Ｕ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ｉ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２２，Ｎｏ．２，２０１０，ｐｐ．２００－２３２．

Ｂｒｕｃｅ　Ｍｅｓｑｕｉｔａ　ａｎｄ　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Ｓｍｉｔｈ，“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Ａｉ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３，Ｎｏ．２，２００９，ｐｐ．３０９－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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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提出了分解对外援助政策的三个维度：价值叙事、制度框架和工
具项目。① 国际发展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冷战史研究分别从不同价值角度
切入，试图为理解对外援助提供完整的分析框架，但三者的第一维度差异直
接导致了逻辑起点和研究重点的不同 （见图－１）。援助行为至少包含受援国与
援助国两方，关于前者的研究，核心议题毫无疑问是分析、测算援助到达当
地后的影响，援助有效性概念及指标体系是国际发展学的研究前沿。② 关于
后者的研究基本落入了对外政策决策的范畴，丁韶彬等指出，国际政治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援助研究的核心内容在于探讨援助国的对外援助动机。③ 对
外援助的决策动机可进一步细分，英国海外发展部前部长哈特指出， “对外
援助项目的决定过程需要评估和关联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国家间分配，二是
部门间分配。”④ 援助的国别资源分配主要反映援助国的对外战略动机。援助
作为战略的实现工具，可用于巩固联盟关系、与对手争夺中间地带，冷战史
援助研究可被看作以特定历史阶段材料为依托的国际政治与战略研究。⑤ 冷
战结束后，对外援助在高政治议题中的地位下降，国际战略动机与援助国别
分配间的结合转变为影响受援国的多边组织投票⑥和对受援国国内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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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好①。而援助部门分配主要反映了援助国国内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各种具

体的政治压力，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如前文提到，中国将更多的

援助资源投放在第二产业部门即基础设施建设援助，而西方则更倾向于专业

咨询类援助。这是一种援助资源的产业部门分配差异。

图－１　援助研究涉及的三类学科的研究侧重点

（二）对外援助决策的产业部门分配效应

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大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下降，经济关
系等低政治议题的重要性上升，国家作为单一理性行为体，以生存为决策唯
一动机的分析框架与国际关系现实间的缝隙增大。 “世界政治”日益取代
“国际关系”，各理论流派都显示出研究层次回落的特点，强调国内政治研
究、国内—国际互动的重要性。②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国际
体系与国内政治间进行理论探索，③ 开放经济政治学逐步成为国际政治经济
学的主流范式。④

１．分配效应：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研究起点
就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而言，全球化对主权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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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王勇：《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陈志瑞、刘丰主编：《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
曲博：《偏好、制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外交评论》，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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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击为开放经济政治学范式的兴起提供了现实的沃土，诸如利益与制度、

国内与国际的分析框架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逐步成熟。① 这一范

式的分析起点是界定全球化背景下某一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在研究中被

更直观地操作为 “分配效应的政治学”———经济利益在国内—国际分配所引

发的政治结果。② 西方学术界在这一研究方向上积累颇丰，如贸易政策中的

阶级联盟和行业分化，③ 在汇率政策中面向国内的生产者和面向国际的生产

者之间的偏好差异，贸易部门的生产者与非贸易部门和海外投资者之间的偏

好差异。④ 在理论引介的基础上，国内学者也努力进行理论创新和议题拓展，

如自上而下的汇率制度选择所蕴含的产业政策效应：日本官僚在一战后推动

国内金本位制重建，通过其紧缩效应压低物价，淘汰受到过度政策保护的重

化工业部门，恢复按照比较优势形成的以轻工业为中心的产业布局。⑤ 再如，

对外投资和服务贸易等所附带的技术转移使得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国际政治经

济学的研究议题，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跨国转移对全球及国内政治结

构与过程的影响。⑥ 又如，货币国际化的微观基础———贸易和金融部门的国

际分工和内部企业特性影响了两大部门对于货币国际化收益和调整成本的权

衡，最终决定了经济部门对货币国际化的国内支持力度。⑦

２．国内产业结构与对外援助部门分配

对外援助是否也会派生分配性后果？国内—国际社会联盟分化与博弈的

理性基础又是什么？派弗尔等通过对美国对外提供的艾滋病防治援助和

ＯＥＣＤ国家的预算支持类援助进行案例研究发现，对外援助决策受到了来自

产业部门层面的具体的政治压力，甚至有证据表明，ＯＥＣＤ国家的援助分配

决策是在部门基础上做出的，产业部门层面已经成为利益集团游说努力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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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该文献强调部门细分视角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ｌｙ　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ａｉｄ），相对于传统的

以一国总体援助流向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ａｉｄ　ｆｌｏｗｓ）为观察对象或定量指标，能更好

地揭示一国对外援助的本质。① 麦克莱恩比较了 ＯＥＣＤ国家对 “关于落实蒙

特利尔议定书的多边基金”和 “全球环境基金”两个多边援助机制的捐资规
模，发现环保产业竞争力更强的日本、德国对这两个组织的资金支持更为积

极。这是因为在公开招投标制度下，一国某个产业的竞争力越强，其企业成

为对应多边援助项目承建商的可能性就越高，从而驱动该国更积极地向对应

组织捐款，并对其他援助国形成外部道德压力，以期撬动更大规模的多边援
助资金池。②

就国内产业结构与对外援助部门分配特征而言，克莱布通过对 ＯＥＣＤ国

家在１９８０—２００１年间对１２４个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回归发
现，ＯＥＣＤ国家的第三产业化是影响其对外援助决策的关键国内政治因素，

服务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对外援助的道德属性就越强，援助决策就越倾向于

回应受援国的国内发展需求，而不是援助国自身的商业利益。③ 但该文反映

了西方学者在援助研究中隐含的一个共性预设前提：软性援助是无私的，向
生产性部门等提供硬件援助是受商业利益驱动的。可以说，从产业结构和部

门分配角度研究援助问题已经出现，但国内—国际社会联盟与对外援助决策

间的理性机制还未完全明确，值得进一步研究。因为数据和材料的限制，从
产业部门视角理解援助问题的文献多以ＯＥＣＤ国家为研究对象，那么，中国

的对外援助是否也存在明确的分部门特征呢？

（三）新兴援助国研究视角下的中国对外援助

新中国自建立初期就开始提供对外援助，大致经历了１９５０—１９８２年的
“政治挂帅”、１９８３—１９９４年的调整过渡、１９９５年至今的互利共赢 “大经贸”

三个历史阶段。④ 本世纪出现的、将中国作为新兴援助国的文献基本以１９９５
年援外改革后的中国对外援助作为研究对象，或者说是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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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ｃｔｏｒ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　Ｍａｋ　Ａｒｖｉｎ　ａｎｄ　Ｂｙｒｏｎ　Ｌｅｗ，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２０１５，ｐｐ．４５－６３．

Ｅｌｅｎａ　ＭｃＬｅａｎ，“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ｉｄ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９，Ｎｏ．１，２０１５，ｐｐ．９７－１３０．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Ｋｌｅｉｂｌ，“Ｔｅｒｔｉ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５７，Ｎｏ．２，２０１３，ｐｐ．３５６－３６９．

参见周弘编：《中国援外６０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张郁慧：《中国对外援助研
究 （１９５０—２０１０）》，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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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时期的中国对外援助。

１９９２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对外经贸

部是当时中国对外援助的主管部委，１９９４年时任部长吴仪在 “九十年代中国

外经贸战略国际研讨会”上提出 “大经贸战略”，要求将外贸、投资和对外

援助等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同年的银行体制改革将四

大商业银行过去承担的政策性金融业务交予新成立的三大政策性银行———国

家开发银行承接了建设银行的 “两基一支”金融支持任务，中国进出口银行

承接了中国银行原管辖的国际业务中政策性较强的部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则接管了农业银行负责支持的 “三农”金融任务。１９９５年，国务院下达 《关

于改革援外工作有关问题的批复》，增加了优惠贷款这种新的援助资金形式，

由刚刚成立的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国家主权信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债筹资，

国家财政对优惠利率与市场利率之间的差额进行贴息。这意味着很少的国家

财政成本就能撬动很大规模的援助资源，中国的援助资金总额在统计意义上

迅速增加。优惠贷款援助常与其他资金形式配合使用，如出口信贷、对外投

资、开发性金融等，因界限模糊、数据没有完全公布，其进一步造成了外界

对中国援助规模的过高估计。在学术界常使用的数据来源中，北野尚宏等估

算２００１年至今中国对外援助年均约５０亿美元，① 而 ＡｉｄＤａｔａ数据库估算，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中国对外援助和其他政府海外融资年均约４７０亿美元。② 一

国年均近５００亿美元的援助规模是惊人的，ＯＥＣＤ发展援助委员会２０余国在

同时段的ＯＤＡ年均总量仅约１０００亿美元。这样惊人的资金规模使得 ＯＥＣＤ
传统援助国俱乐部产生了对中国对外援助的强烈兴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新兴援助国的概念。③

理解优惠贷款援助是总结中国对外援助部门分配特征的关键。中国援助

主要有无偿赠款和优惠贷款两种资金形式。无偿赠款援助出现于新中国成立

０６

①

②

③

Ｎａｏｈｉｒｏ　Ｋｉｔａｎｏ　ａｎｄ　Ｙｕｋｉｎｏｒｉ　Ｈａｒａｄａ，“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ＪＩＣＡ－Ｒ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７８，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北野尚宏之后在这份报告的基础上进行年度更新，现已更新至
２０１８年数据。

ＡｉｄＤａｔａ数据库：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ｖ１．０。
参见庞珣：《新兴援助国：垂直范式与水平范式的实证比较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Ｆｅｌｉｘ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Ｋｉｍｂｅｒｌｙ　Ｓｍｉｔｈ，“Ｍｏｒｅ　Ａｃｔｏｒｓ，Ｍｏｒｅ　Ｍｏｎｅｙ，Ｍｏｒｅ　Ｉｄｅａ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２３，Ｎｏ．５，２０１１，

ｐｐ．７２２－７３８；Ａｘｅｌ　Ｄｒｅｈｅｒ，Ｐｅｔｅｒ　Ｎｕｎｎｅｎｋａｍｐ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ｅｒ　Ｔｈｉｅｌｅ，“Ａｒｅ ‘Ｎｅｗ’Ｄｏｎｏｒ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ｉ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ｏｎ－ＤＡＣ　ａｎｄ　ＤＡＣ　Ｄｏｎ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３９，Ｎｏ．１１，２０１１，ｐｐ．１９５０－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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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由国家财政全额拨付。根据 《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的最新数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间无偿赠款的规模为３２３．２亿元人民币，占中国援外资金总额

的３６．２％。优惠贷款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间为４９７．６亿元人民币，占援外总额

的５５．７％。① 在优贷援助产生初期，中国官方就有其与无偿援助决策依据和

部门分配差异的说明。根据１９９５／９６和１９９６／９７年度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

鉴》，无偿援助灵活多样、实施较快、效果较好，可更好地配合外交工作，

建设一些人民能够广泛受益的公共工程和社会福利项目，如医院、学校、低

造价住房、打井供水等花钱不多、社会效益好的项目，也可用于提供紧急救

灾和人道主义援助。② 而优惠贷款主要为发展中国家建设有经济效益的生产

性项目，也可用于受援国政府能保证偿还贷款的基础设施项目。③ 国家国际

发展合作署２０１８年发布 《对外援助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基本延续了

１９９５年援外改革时确立的分部门特征： “无偿援助主要用于受援方在减贫、

民生、社会福利、公共服务以及人道主义等方面的援助需求，优惠贷款主要

用于支持受援方有经济效益的生产型项目、资源能源开发项目、较大规模的

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大宗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④ 由于优惠贷款的规模更

大，且常与其他资金配合使用，中国倾向于提供基础设施及生产性援助的部

门分配特征日益明朗。统计层面也显示出相似的结果，根据 ＡｉｄＤａｔａ数据库，

中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的对外援助投放到了２４个部门，其中６个基础设施及

生产性部门，占到了援助总量的约５１％，最高的部门为 “交通与仓储”，约

２３０亿美元，约占１５年间总援助规模的２６％。⑤ 而ＯＥＣＤ发展援助委员会成

员国同一时间段在基建和生产性部门的援助资源分配平均为２１．５８％，但软

性援助的投入比例在５０％以上。⑥

本文进一步提出，部门分配特征足以构成中国对外援助研究的核心问

题。中国成为新兴援助国中最受关注的一个，是因为中国对外援助特别是其

中的优惠贷款，与出口信贷、对外投资等配合使用，总的资金规模庞大、界

限动机模糊，也是因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资金规模以惊人的速度超过了世

１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国的对外援助 （２０１４）》白皮书，２０１４年７月，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ｚｆｂｐｓ／ｎｄｈｆ／
２０１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１３７５０１３／１３７５０１３＿１．ｈｔｍ。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１９９６／９７》，中国经济出版社、经济导报社，１９９６年，第７３页。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１９９５／９６》，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９页。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对外援助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ＡｉｄＤａｔａ数据库：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ｖ１．０。
ＯＥＣＤ数据库：Ａｉｄ（ＯＤＡ）ｂ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Ｄｏｎｏｒ［ＤＡＣ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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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银行，在全球基础设施和生产性部门发力，虽从严格意义上讲，国开行的

资金都不算是对外援助，但国开行与进出口银行的海外经济活动很难分辨。

有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将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这些混合资本命名为 “开发性

金融”，① 英文译为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与全球发展治理传统机构在千年发

展目标提出后所推动的 “发展融资”概念相同，但两者至今未在同一规则体

系下运行。② 国内学者也有总结，１９９５年后的中国对外援助为综合利用多种

资金渠道而 “超越对外援助”。③ 应该说，从 “安哥拉模式”的实践到 “新殖

民主义”的污名，再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以及现在的 “债务可

持续性挑战”，中国对外援助研究的真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中国对外提供

的大规模开发性金融的本质以及对外援助在其中的角色，二是 “特殊的”中

国对外援助与ＯＥＣＤ传统援助国俱乐部所支持的规则规范之间的关系，具有

异质性的两方能否在２０３０议程下协调共生。而这两个问题都与中国对外援

助的部门分配特征密切相关。

二、中国与西方对外援助的部门分配差异

本文尝试以发展—产业结构—援助三元关系来解释中国与西方对外援助

的部门分配差异。产业结构是援助国发展经验、发展资源和发展压力的综合

体现，可作为理解发展与援助关系的中间机制，能够反映对外援助所蕴含的

规范选择和理性驱动双重属性。援助国为推动受援国发展，会在对外援助中

投射自我认知为成功的发展经验，提供自我认知为最好的发展资源。而援助

国国内的主导产业作为发展经验的具象和发展资源的载体，承接了大量的援

助项目，且有可能形成 “隐性产业利益集团”，游说政府将对外援助作为释

放发展压力的工具，进一步固化一国对外援助的产业部门分配 （见图－２）。也

就是说，国内产业结构影响了两类援助国的偏好：是强调软性制度构建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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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元： 《政府与市场之间：开发性金融的中国探索》，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Ｘｕ　Ｊｉａｊｕ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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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Ｖｏｌ．４５，Ｎｏ．４，２０１４，ｐｐ．１０２－１１３。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ａｐｌａｎ，“Ｂａｎｋｉｎｇ　Ｕ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２３，Ｎｏ．４，２０１６，ｐｐ．６４３－６７６．

林毅夫、王燕： 《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６年；郑宇：《援助有效性与新兴发展合作模式构想》，《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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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首先完成经济类基础设施建设，在援助中是能够提供更多的专家还是更
多的设备，面临的是服务业全球扩张的压力还是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此
外，产业结构视角还为两类援助国实现良性互动提供了可能：中国与西方的
产业结构差异是根据各自要素禀赋接入全球价值链不同环节的结果，是一种
“共生性”分工，中国和西方对外援助的偏好和结构都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
基于受援国对多样化发展资源的需求，两类援助国可推动互补合作，促进联
合国２０３０愿景的实现和新型全球治理的完善。

图－２　国内产业结构与对外援助间的关联性

详细而言，对外援助包含三类动机：战略考虑、经济利益和利他主义。

冷战的结束和援助有效性规范的兴起使得国际战略和经济动机收缩，国际社
会产生了对援助道德属性的过高估计，而援助与发展的制度化结合使得利他
主义被广泛接受为 “援助以促进受援国发展”。对外援助预算作为公共预算
的一部分，国内产业集团存在游说政府的理性动机。但与贸易政治等中的行
业或阶级利益集团不同，主导产业作为一国发展理念的实践结果或发展经验
的总结基础，其在对外援助决策过程中发挥了更为隐蔽的作用，甚至可能是
无意识的受益方。冷战结束至今，日益第三产业化的西方垄断了国际发展理
念的解释权，强调经济自由化和良治改革是受援国实现发展的前提。这在援
助实施层面伴生了产业部门间的分配效应，不仅使得咨询服务业在国际援助
链中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更使得第三产业国相对于第二产业国在国际发
展规范体系中享有天然的话语权和经济收益。

援助与发展的结合在西方是毋庸置疑的，既体现在国内层面设置国际发
展部主管对外援助事务，也体现在全球发展治理在国际援助体系基础上的建
立与完善。那么，１９９５年后的中国对外援助是否也呈现出与发展结合的态
势？答案是肯定的，突出表现在２０１７年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和２０１８年国
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成立，顶层设计意在扩大中国发展经验在对外援助中的
投射以及中国对外援助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角色。① 就发展经验而言，中国

３６

①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对中国援助管理相关机构工作人员的访谈。



外交评论　２０２０年 第２期

强调工业化是发展的必经之路，而实现工业化需要首先通水电路网，所以基

础设施是发展的前提和援助部门分配的重心。就发展资源而言， “我们是把

最好的给发展中国家”是笔者在对中国援外工作人员、海外基建工程人员的

访谈中频繁听到的话语。 “新世界工厂”中国能为世界提供的最好的发展资

源就是大规模基建。

就发展压力与利益结构而言，中国基于自身经验强调工业化与加入全球

生产网络于一国发展的重要性，这种理念与援助实践的结合在客观上为第二

产业尤其是基建部门带来了经济回报。国内外学者在中国援助的经济动机方

面已有较多研究，① 甚至有学者直接提出了 “进出口银行循环” （Ｅｘｉｍｂａｎｋ

Ｃｙｃｌｅ）的概念，② 认为中国对外援助，尤其是优惠贷款部分，基本是由中国

企业承接，“对于风险较高的借款方，中国的政策性银行选择不将任何资金

打入对方政府控制的账户，而是将资金直接支付给中国的承建企业以使其在

海外实施建设项目———这是一个闭合的圆。”③ 优惠贷款援助在１９９５年推出

后的第一个项目即苏丹石油开发。该项目改变了苏丹贫油国的面貌，帮助其

建立了现代石油工业体系，同时也为中石油集团 “走出去”，充分利用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打开了局面。笔者认为，１９９５年后的中国对外援助在保障国

内重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推进所急需的能源资源供给，例如 “安哥拉模

式”；辅助企业扩大海外市场、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例如中国工程承包企业

在２０１６年获得了非洲５４．９％和亚洲２５％的市场份额，高居全球首位；④ 辅

助国际产能合作，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的新一轮转移周

期中占有先机，例如辅助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国内产业结构差异不仅会影响政府的对外援助决策，同时也为学

术研究预设了隐性前提，降低了社会大众对于援助产业部门分配效应的敏感

度。例如部分西方学者和民众，甚至是受援国社会团体简单地认为软性援助

就是无私的、不附带援助国经济利益的；基建及生产性援助就是援助方自利

的表现，是腐败和众多社会问题的温床。再如 “工业党”、“基建狂魔”等话

语在中国的社会化，无形中加深了中国对外援助致力于推广工业化发展方案

４６

①

②

③

④

黄梅波、刘爱兰：《中国对外援助中的经济动机和经济利益》，《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Ｂｒａｕｔｉｇａｍ，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Ｇｉｆｔ：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１４２．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Ｈｏｒｎ，ｅｔ　ａｌ．，“Ｃｈｉｎａ’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Ｌｅｎｄｉｎｇ”，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６０５０，２０１９，ｐ．８．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年鉴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年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市场份额前２５０强统计”。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与国际发展援助的 “共生”

的倾向，巩固了基建部门在中国海外经济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应该说，理解

各自对外援助的 “潜意识”，是中国与西方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实现根本性协

调的关键。

三、西方发展理念与援助所涉产业的变化

国际发展理念在二战后的演变———从单纯关注增长，到重视农村、教育

和医疗等社会部门，再到相信宏观经济稳定与自由民主制度是发展的前提
———深刻影响了西方的援助行为，使其援助部门分配越来越向公共服务和专

业咨询等第三产业部门倾斜，在无形中完成了西方对外援助的全面服务化
（见表－１）。有趣的是，战后西方国内主导产业变化同样经历了从重化工业，

到 “从消费者和政府需求导向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尤其是卫生和教育领

域，向非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更多参与制造业生产和可贸易服务的出口转

变”。① 所以，国际发展理念在二战后的演变可能是西方国家国内发展经验的

外溢，或是对优势发展资源的利用，当然也可能是国内主导产业集团为谋求

更大的海外市场而向政府游说的结果。

表－１　西方发展理念及援助所涉产业的演变

时期 发展理念 援助理念 援助实践 承建商 其他理论

五六十
年代

哈罗德—多马模型
外生增长理论
二元经济模型
两缺口模型

“增长即发展”
→将援助给效
率最高的部门

援建基础设施与生
产性项目

重化工业与
基 建 工 程
企业

七十年
代

托达罗模型
人力资本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

人的基本需求

→将援助给最
贫穷的人

减贫援助：
１．农业 （人的生存）
２．医疗 （人的健康）
３．教育 （人的发展）

劳动密集型
公共服务业

依 附 理
论

八十年
代

新自由主义
公共选择理论

华盛顿共识→
自由经济改革
是发展的前提

结构调整贷款援助
触发市场经济改革

经济改革与
市场运行类
咨询服务商

５６

① Ｐａｕｌ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Ｆｌｏｕｄ，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Ｖｏｌ．ＩＩ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１９３９－２００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２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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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期 发展理念 援助理念 援助实践 承建商 其他理论

九十年
代

新制度经济学
人类发展指数

后华盛顿共识

→良治是前提
的前提

良治方案援助
治理咨询类
服务供应商

发 展 型
国 家 理
论

二十一
世纪

环境经济学
千年发展目标
可 持 续 发 展
目标

一揽子计划：基础
设 施、社 会 减 贫、
市场经济、制度建
设、环境援助

以服务部门
供 应 商 为
主体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一）“增长即发展”与生产性援助

二战后初期，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工业国家，当时两大阵营的发展理论

虽有不同，但都主张工业化是实现一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前现代向现代的过

渡集中表现为由农业、农村和农民，转变为工业、城市和工人。这就使得
“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一旦掌权，除了进行工业化，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①

如何快速实现工业化成为战后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此时出现的 “大推进”、

“经济起飞”、“增长极”等概念均建立在哈罗德—多马模型 （ｇ＝ｉ／ｖ）的基础

上，其中ｇ代表增长率、ｉ代表资本投入、ｖ代表投入产出比 （在现有技术水

平上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土地是给定的、技术是外生的、劳动力是无限

供给的，所以资本投入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率的唯一变量。之后出现的外生

增长模型、②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③ 两缺口模型④等均是哈罗德—多马模型

的延伸和拓展。

美国时任总统肯尼迪１９６１年在联合国号召发达国家每年向欠发达国家

转移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１％的资本，以帮助后者至１９７０年实现年均经济增

长５％的目标。联合国在此基础上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命名为 “第一个发展的

十年”。这样，援助作为一种外来补充资本，通过政府间渠道，自上而下地

６６

①

②

③

④

Ｐｈｉｌｉｐ　Ｍｃ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５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ｇｅ，
２０１２，ｐ．３７．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ｏｌｏｗ，“Ａ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７０，Ｎｏ．１，１９５６，ｐｐ．６５－９４．

Ａｒｔｈｕｒ　Ｌｅｗｉ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Ｖｏｌ．２２，Ｎｏ．２，１９５４，ｐｐ．１３９－１９１．

Ｈｏｌｌｉｓ　Ｃｈｅｎｅｒｙ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Ｓｔｒｏｕｔ，“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６，Ｎｏ．４，１９６６，ｐｐ．６７９－７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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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到事前规划好的集群工业区及配套基建项目，以期高效率工业部门的
“起飞”，首先解决欠发达国家的城市经济问题，然后人口从低效率的农村自

然流入城市，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带动下实现国家现代化。这种发展理

论及相应的援助实践，使欠发达国家政府与发达国家的重化工业部门作为承

建商获得了大量的ＯＤＡ资金。

（二）减贫援助与劳动密集型公共服务业

ＯＤＡ帮助发展中国家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取得了年均５．５％经济增长，但

与此同时，失业率不降反升，贫富差距扩大，农村地区和底层人民并未受益

于整体经济增长，甚至面临生存威胁。例如此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与刘

易斯二元经济模型预测有很大出入：这种人口流动并非完全是因为城市工业

部门的成长带来了更多工作机会，而是农村的发展资源被抽走，农民因羡慕

城市在各种政府干预下的经济社会特权，在没有正式工作岗位的情况下向城

市转移。这一方面形成了欠发达国家城市中的贫民窟，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抽

离了农村发展的劳动力资源。“托达罗模型”① 即是在总结分析上述社会现象

的基础上产生的， “非正式部门”等概念的提出和量化至今仍是主流国际发

展理论的基石。此外，劳动经济学在７０年代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以舒尔

茨为代表。② 这修正了外生增长模型：除资本外，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也是

可变的，或可理解为将资本分为了两部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前者在

经济中的作用甚至大于后者。而一国人力资本的提升依赖于农业、卫生和教

育部门，即人的生存、健康和能力部门。这也为内生增长模型在８０年代的

出现奠定了基础，技术等内生于经济增长意味着对 “人”的投资成为一国发

展的关键变量。

发展理论的更新带来了援助实践的变化：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从
“援助效率最高的部门”到 “援助最需要的人群”，从工业化与基建援助到满

足 “人类基本需求”的社会部门援助。新的市场环境为国际发展咨询行业的

出现和成熟提供了土壤：国际发展公司的领导者和员工一部分在西方国家援

助机关工作过，更多的则是大学生，通过参加 “和平队”海外志愿活动获得

对发展中国家的理解，然后回到学校取得农学、社会学等硕士学位，以专业

７６

①

②

Ｊｏｈｎ　Ｈａｒｒｉ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ｏｄａｒｏ，“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　Ｔｗｏ－Ｓｅ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６０，Ｎｏ．１，１９７０，ｐｐ．１２６－１４２．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Ｓｃｈｕｌｔｚ，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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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落地社会部门的微观援助项目。７０年代，一个国际发展公司每年如果能

接到５—１５个项目，就意味着５０万—１００万美元的收入。① 此外，社会组织

在深入受援国基层方面拥有天然优势，ＮＧＯ替代企业成为援助国 ＯＤＡ招标

的新宠，跨国倡议与服务网络兴起。

（三）结构调整贷款与生产性服务供应商

７０年代依附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６０年代增长理

论在发展实践中受挫，左右两派经济学者提出的不同解决方案，当时前者的

影响力甚至更大。但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在８０年代陷入债务危

机，而 “出口导向型”东亚四小龙迅速崛起，依附理论的生存空间缩小了。

华盛顿共识的提出旨在为７０年代结构主义所引发的众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推动受援国自由市场改革以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 “结构调整计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ＳＡＰｓ）成为引人注目的援助类型。这也是方案援助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ｉｄ）开始大规模出现，日益冲击项目援助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ｉｄ）主体地位

的发端。②

新自由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等指出 “进口替代”等是政府干预市场的行

为，增加了官僚的寻租空间，是低效和腐败的温床。ＯＤＡ作为一种政府间资

金转移，是受援国 “大政府”存续的经济基础之一，大规模基建及生产性援

助本身就是在扰乱市场。恢复深陷债务危机的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是

继续讨论发展问题的前提，自由市场改革则是经济可持续的基础。这使得援

助的基本目标转变为推动受援国的私有化、自由化改革，以吸引私人资本自

发进入，在市场原则之上实现真正的发展。这样，援助从 “硬件”向 “软

件”、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趋势更为明朗，会计事务所等以参与宏

观经济改革计划和供给微观企业运行方案成为国际援助链的新玩家。而苏东

剧变更为结构调整计划提供了广阔市场，以援助资金推动前计划经济国家实

现转轨。

８６

①

②

Ｔｏｎｙ　Ｂａｒｃｌａｙ，“５０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Ｈｏｗ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ｄａｐｔ　＆ Ｄｅｌｉｖｅｒ”，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２０１３，ｐｐ．１１－１２．

“方案援助是指援助国或多边援助机构通过一系列综合发展计划和方案的方式，向受援国提
供援助。与具体单个项目形式的援助不同，方案援助通常是针对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某一方
面或部门的整体发展而进行的整合性援助。与项目援助相比，方案援助具有规模大、时间长、复杂性
高、风险大等特征，同时援助国在方案援助中的干预程度也大大高于单个的项目援助。因此，通常方
案援助总是伴随着一定的经济或社会条件。”引自李小云编：《国际发展援助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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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与８０年代国际援助的服务承建商是否有

类型区分。笔者认为，７０年代的第三产业类援助主要涉及消费者和政府需求

导向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尤其集中于卫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务部门。而８０
年代后，信息革命的深入发展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出现，以金融、管理、技

术咨询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在欧美国家成长壮大，并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

主流迅速占领全球市场，改变了国际贸易的结构，重塑了多边贸易谈判的议

程，以１９９４年乌拉圭回合达成 《服务贸易总协定》为主要标志。会计事务

所、律师事务所等服务业市场主体此时在国际援助中崭露头角是世界经济历

史进程的缩影。

（四）良治援助与治理类服务供应商

自由化改革等本是为了帮助欠发达国家营造发展所需的稳定经济环境，

但结果却是大量企业破产兼并，本就脆弱的社会服务体系因政府补贴减少而

面临崩溃，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现实问题急需新的解决方案，新制度经

济学和发展型国家理论几乎同时进入国际发展议程，前者是西方积极推动的

主流理论，也被称为 “扩大版的结构调整计划”；后者则主要基于东亚经济

腾飞的历史经验。“东亚奇迹”因１９９７年金融危机蒙尘，而两德统一、苏联

解体、朝鲜半岛南北经济差距等 “天然实验”等巩固了新制度主义在整个社

会科学的主导地位，① 受援国落后状况持久难以改变被归因为国内政治环境

不佳、专制腐败等阻碍了援助有效性的实现。② 新制度主义内核的后华盛顿

共识在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基础上产生，经济自由化改革是发展的前提，

而良治是经济改革见效的前提，即良治是前提的前提。于是，大量 ＯＤＡ被

投入到制度建设中，经济上主要是预算、审计、税务、金融等制度的建立与

完善，政治上主要是为民主选举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建立完善受援国司法制

度等。③ 治理咨询类企业和相关ＮＧＯ成为主流援助承建商。

（五）一揽子计划：２０３０年发展愿景

苏东剧变一方面使得对外援助的战略角色下降，另一方面大量援助资源

被转移至中东欧地区，为转轨提供资金支持。这使得非洲等最不发达地区得

９６

①

②

③

Ｄａｖｉｄ　Ｌａｎｄｅｓ，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ｙ　Ｓｏｍｅ　Ａｒｅ　Ｓｏ　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Ａｒｅ　Ｓｏ
Ｐｏｏｒ，Ｗ．Ｗ．Ｎｏｒｔｏｎ，１９９９．

Ｄａｖｉｄ　Ｄｏｌｌａｒ　ａｎｄ　Ｃｒａｉｇ　Ｂｕｒｎｓｉｄｅ，“Ａｉｄ，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９０，Ｎｏ．４，２０００，ｐｐ．８４７－８６８；Ｐａｕｌ　Ｃｏｌｌｉ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Ｄｏｌｌａ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Ｗ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Ｗｅ　Ｌｅａｒ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１４，Ｎｏ．４９６，２００４，ｐｐ．２４４－２７１．

参见李因才：《联合国中长期选举援助及其功效分析》，《外交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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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援助大幅下降，出现了９０年代前期的 “援助疲劳”。一些发展中国家在

经历了西方安排的三个 “发展的十年”后，经济去工业化严重、国内政局动

荡，开始对结构调整计划等提出质疑，呼吁以 “发展伙伴关系”取代不平等

的援助关系，增强受援国的自主性。例如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提出以自由定

义发展，并建立了 “人类发展指数体系”；非盟提出建立 “非洲发展新伙伴

计划”等。ＯＥＣＤ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报告 《塑造２１世纪：发展合作的贡

献》，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的雏形，成为整合一揽子发展方案、扭转援助疲

劳的拐点。

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四个 “发展十

年”基础上提出的，旨在通过继续两个１５年的努力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５—２０３０年），消除全球极端贫困。这两套发展目标体系综合了以往四个

十年的工业化与基建、社会减贫、宏观经济改革和良治发展方案，并将环境

议题纳入一揽子计划。这有利于国际共识的建立，形成传统援助国、新兴援

助国和受援国基本都认可的２０３０愿景及其基础之上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

但千年发展目标相对来讲仍是一个以社会减贫和制度建设为主基调的体系，①

基建与工业化在２０１５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中才得以明确 （目标９：建造

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可持续工业化和推动创新）。

西方战后投放ＯＤＡ初期在基础设施及生产性部门有一些负面经历，“因

噎废食”过度强化了社会部门、经济改革和良治等软性援助在国际发展中的

作用。但受援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

估算，仅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间就需要２６万亿美元的基础设

施投融资，以维持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② 欧盟委员

会官员白小川也曾提出：欧盟努力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一种 “道德权力”的角

色，这就需要将自己的利益与政策内化于各种规范性主张，但这是非常困难

的。欧盟在非洲的经济利益十分有限，所以可动员的发展资源也有限，例如

在基础设施建设部门。中国的加入可以帮助非洲解决贫困问题，同时也可帮

助欧盟完善 “规范叙述”。③

０７

①

②

③

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包括：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实现普及初等教育、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
妇女权利、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与艾滋病疟疾以及其他疾病对抗、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
力、全球合作促进发展。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ｓｉａ’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ｅｅｄｓ，２０１７，ｐ．ｖｉｉ．
Ｕｗｅ　Ｗｉｓｓｅｎｂａｃｈ，“Ｔｈｅ　ＥＵ’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ａｆａｒｉ：Ｃａｎ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ｃｈ　Ｎｅｅｄ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２１，Ｎｏ．４，２００９，ｐｐ．６６２－６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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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产业化与英国的 “道德援助”路径

这一部分将聚焦西方大国中第三产业化最突出的英国，提出国际发展理

念的演变对英国援助的国内经济基础产生了基于产业结构变化的动态分配效

应。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性增长援助占主导，英国第二产业国际竞争力不

足，游说政府以对外援助配合出口信贷，造成了援助部委与贸工部委关于英

国援助资源分配到底是受道德还是商业利益驱动的争夺。而２０世纪八十年

代后，国际发展援助专业服务化趋势加强，英国国内同时也迎来了第三产业

的全面繁荣，主导产业对援助事务的理性诉求转变为推动全球援助资源与提

供国商业利益脱钩，以尽可能实现强者全得，这样援助部委与贸工部委各自

推动的对外援助道德性和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实现了天然统一 （见图－３）。这

一部分也将列举英国经济改革类和良治建设类援助的两个例子，以更好地理

解软性援助的特点。

图－３　英国对外援助涉及主要部委之间的关系变化

（一）增长援助时期英国的三元部际矛盾

英国的第二产业在１９世纪末已呈现颓势，主要原因是没有很好地抓住第

二次科技革命的机遇，电力、机械、化学等重化工业部门受到了美国、德国

和日本等国企业的挑战。二战后，英国的第二产业国际竞争力继续走低，去

工业化凸显。在撒切尔夫人新自由主义改革前，左右两派政党都不同程度地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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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以政府干预维持重化工业完整体系的政策，主要表现为政府在各重要

工业部门以政策支持和出口补贴等维持一到两个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的领军

企业。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外援助预算成为英国第二产业争夺的众多政府

补贴资源中的一种。例如英国海外发展部首任部长卡索尔在日记中写到：

“在铁路研讨会上，哈罗德首相再次敦促我们应当研究怎样利用过剩产能进

行发展援助，我说我会认真研究的。”①

而 “官僚机构之间的竞争更是增加了政策制定的复杂性”，② 英国的援助

主管部委、贸易主管部委和外交事务主管部委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围绕道

德、经济和政治动机在对外援助决策中的权重有过长时期的争夺。英国设立

贸工部旨在扩大对外贸易、推动国内产业发展，而重化工业是这一历史时期

的主导产业，是贸工部的主要负责对象。同时资本主义阵营内部日益激烈的

出口竞争加剧了英国的去工业化，贸工部成为重化工业部门争夺政府补贴的

机构代言人，对外援助预算也在其游说之列。这样，英国贸工部与海外发展

部 （署）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博弈，贸工部公开要求对援助预算有更多控制

权。此外，这一时期全球冷战如火如荼，英国外交部希望对外援助能够配合

美苏争霸等国际政治目标，对于地缘政治关键国的重视远远超过最不发达国

家。这样，围绕对外援助资源分配的海外发展部 （署）—贸工部—外交部的

三元部际矛盾就成型了：“（１９７９年）外交部认为海外发展部试图运作自己的

对外政策，忽略了援助对于维护英国与有影响力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间政

治关系的作用；贸工部则致力于维护它所认为的对外援助中潜在的商业

利益。”③

这种围绕援助预算的部际争夺并非英国独有，例如日本援助相关文献也

提到了相似的矛盾结构———日本对外援助决策的 “四部制”模式：外交部、

通产省、财政部和经济企划厅为各自的官僚体系利益围绕对外援助的预算分

配和决策权力展开争夺。④ 不同官僚系统围绕某一公共预算的争夺是必然的，

援助部委又因其与国内大众利益间的相对疏离而更难有效保有对援外预算的

２７

①

②

③

④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Ｃａｓｔｌｅ，Ｔｈｅ　Ｃａｓｔｌｅ　Ｄｉａｒｉｅｓ　１９６４－１９７０，Ｗｅｉｄｅｎｆｉｅｌｄ　＆Ｎｉｃｏｌｓｏｎ，１９８４，ｐ．１９．
Ｊｅｆｆｒｙ　Ｆｒｉｅｄｅｎ　ａｎｄ　Ｌｉｓａ　Ｍａｒｔ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　Ｉｒａ　Ｋａｔｚｎｅｌｓｏｎ，ｅ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Ｗ．Ｗ．Ｎｏｒｔｏｎ，２００２，

ｐ．１３５．　
Ｂａｒｒｉｅ　Ｉｒｅｔｏｎ，Ｂｒｉｔａｉ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ＤＦＩＤ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Ａｉｄ，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３，ｐ．４４．
Ａｌａｎ　Ｒｉｘ，Ｊａｐａ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ｉｄ：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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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控制权，加上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冷战格局、资本主义阵营出口竞争

等强势政治经济因素的介入，对外援助决策的部委间争夺呈现出明朗化和公

开化特征。

（二）第三产业化对援助部际矛盾的消解

这里的第三产业化一方面是指英国的产业结构在撒切尔夫人新自由主义

改革后出现了质的变化，第三产业取代第二产业成为国内主导产业；另一方

面是指前文提到的因国际发展理念演变，西方对外援助逐步走向服务化。根

据ＯＥＣＤ等的数据，英国第三产业１９９５年的产出规模已达到８９６０亿英镑，

占国内总产值的６３％，２０１５年上升至７０％；而同一时期第二产业比例从

３６％下降至２９％。① 就业数据反映出的主导产业变化更为明确：１９９４年英国

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约１８９３万，是第二产业的３倍多，到２０１６年差距进一步

扩大至５倍强。② 就衡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ＣＡ）而言，

英国服务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在１９９８年超过美国 （１．４２／１．３９），成为七国集

团中服务业最发达的国家，且这一优势保持至今，２０１７年的数据为英国

１．９０、美国１．４５、法国１．３７、日本０．９０、意大利０．７７、德国０．７５及加拿

大０．７４。③ 以上数据充分说明，第三产业在９０年代后已成长为英国的主导产

业，且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英国工党在１９９７年大选中提出 “道德外交路径”，以重视人权、严格武

器出口、环境保护和以援助减少贫困为四大抓手。随后英国政府开始推动
“道德援助”建设，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２００２年英国在西方大国中首

先实现捆绑援助率为０，在理论意义上完成对外援助与出口利益脱钩；二是

２０１３年英国成为西方大国中首个 ＯＤＡ预算达到国民总收入０．７％的国家。

之后上台的保守党意外延续了工党的对外援助政策，放弃了对外援助辅助商

业利益的长期立场，这使得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英国进入了 “道德援助时代”。

本文将从产业结构变化的角度切入，理性解构英国的 “道德援助”路

径：在国际发展援助全面服务化的大背景下，具备服务业强势出口能力的英

国，希望通过废除捆绑援助、增加 ＯＤＡ预算等在全球范围形成规范压力，

以撬动更大规模的援助资金、更公开透明的招标制度，为普华永道等具备全

球竞争力的英国专业咨询企业获得更丰厚的商业利益创造更有利的国际市场

３７

①

②

③

ＯＥＣＤ数据库：６Ａ．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ｂ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ＳＩＣ　ｒｅｖ４。
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根据 ＷＴＯ贸易数据库计算，ＷＴＯ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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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第三产业化英国的贸工部所要负责的国内主导产业也转变为全球竞争

力突出的服务业，该部贸易促进和产业政策功能的实现形式也从过去保护补

贴国内第二产业转变为促进国际竞争，推动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甚至有西

方学者提出 “服务贸易”概念本身就有非中性嫌疑，更符合盎格鲁—萨克森

英美派利益：国际社会在ＧＡＴＴ东京回合前开始关注正在变化的产业结构对

贸易的长期影响，其中的盎格鲁—萨克森英美派首先提出以 “服务贸易”替

代更为常用的 “无形交易”概念，并在之后的多边谈判中占据了主导权，其

他国家只能在既定框架下做出后发回应。而将无形交易定义为 “贸易”建立

了一种规范性前提，即自由贸易是相对于各种限制的好的政策，服务贸易规

则只在原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行修补即可。①

此外，冷战的结束削弱了国际发展部与外交部的核心分歧：中间地带不

复存在，地缘政治关键国的战略意义下降，英国外交部对欠发达国家的核心

政策转变为促其民主化。这与国际发展议程在此时转向良治援助殊途同归。

英国首任国际发展大臣克莱尔·肖特１９９７年在下议院回答援助部委与外交

部关系时说：“外交部对于受援国的发展问题发生了浓厚兴趣。因为从本质

上讲，发展是这些国家的主导议题。例如我在最近几个月先后访问了孟加拉

国、肯尼亚、乌干达和卢旺达，外交部派驻在那里的工作人员和我们发展部

的同事合作得非常好。我们两个机构在这些国家的发展事务上取得了实质性

进步。”②

总之，英国贸工部在２０世纪九十年代后所要负责的主导产业是竞争力突

出的高端服务业，其对援助预算的理性诉求与第二产业主导时期完全不同，

从游说政府补贴干预到推动各国援助与国内企业脱钩，在全球服务贸易自由

化中获得丰厚而道德的利润。冷战的结束和良治援助的兴起也使外交部与国

际发展部在援助资源国别分配上形成了天然共识。应该说，英国国内的第三

产业化与国际发展援助的全面服务化相合相应，构筑了英国道德援助路径的

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基础，无形中消解了英国对外援助的三元部际矛盾。

（三）英国的专业服务类援助

前文提到，市场经济改革类援助在１９８２年拉美债务危机后兴起，苏东

４７

①

②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ｒａｋｅ　ａｎｄ　Ｋａｌｙｐｓｏ　Ｎｉｃｏｌａｉｄｉｓ，“Ｉｄｅａ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ｒｕｇｕａｙ　Ｒｏｕ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１９９２，ｐｐ．３７－１００．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１９９７－９８，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ｐ．３ （Ｐａｐｅｒ　Ｎｏ．ＨＣ　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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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变后走向高潮，即常说的 “华盛顿共识”。英国政府也在１９８９年建立了

ＫＨＦ援助基金 （Ｋｎｏｗ　Ｈｏｗ　Ｆｕｎｄ），配合世行等在中东欧地区的结构调整计

划。以ＫＨＦ基金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间在波兰的援助为例，它包含金融服务与宏

观经济建议类援助项目３４个、产业项目１０个、管理培训类８个、教育部门

８个、政治类项目８个、自然资源类６个、能源类４个、卫生部门３个、地

方治理类２个、警察培训类１个、就业服务类１个、环境类１个、电子通讯

类１个，金融服务与宏观经济、建议类援助在其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会

计事务所是其主要承建商，表－２列举了其主要项目。

表－２　英国ＫＨＦ援助基金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间在波兰的代表性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金额 项目描述

金融服
务与宏
观经济
建议

会计部门任务 ２．９万英镑 项目识别

会计培训项目 ４０９．３万英镑 在波兰开展５年的会计培训
会计规则再评估 １．５万英镑 为波兰政府起草会计标准提供咨询建议

波兰 私 有 化 试 行
项目

１６０万英镑
提供咨询团队以识别和帮助波兰国有企业私
有化

建立资本市场 ７６００英镑 波兰财政部官员参观伦敦证券交易所

出口发展银行 ６１万英镑 为波兰私营部门提供金融服务技术援助

外国投资机构 １０万英镑 关于外国对波兰投资申请的建议

经济顾问 ６万英镑 向波兰财政部派遣一名宏观经济顾问

建立新银行 ３万英镑 建立新银行的技术援助

数据处理 ２．２万英镑
使波兰的计量经济模型适应ＩＭＦ的标准
规范

保险咨询 ３０万英镑 改组波兰国家保险公司

　　资料来源：Ｋｅｉｔｈ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Ｂｒｉｔａｉｎ’
ｓ　Ｋｎｏｗ　Ｈｏｗ　Ｆｕｎｄ　ｉｎ　Ｐｏｓ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　１９８９－２００３， Ｗｈｉｔｅｈａｌ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ｅｒｉｅｓ，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３，ｐｐ．１６３－１７４。

当时的世界六大会计事务所 （现合并为 “四大”）被主要援助国视为中

东欧国家转型援助的最佳承建商。① “四大”之一的普华永道，总部设在英国

伦敦，是苏东剧变后较早在中东欧开展业务的财务咨询类企业。据其员工大

卫·托马斯描述，公司１９９１年时在中东欧约一半的业务来自国际援助订单，

包括运营美国援建波兰的环保项目、评估转型对波兰女性的影响、评估阿塞

５７

① Ｊａｎｉｎｅ　Ｗｅｄｅｌ，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ｉｄ　ｔｏ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８，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９８，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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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疆的油气储量、协助罗马尼亚起草市场经济法律、参与保加利亚航空的私

有化改革等。① 普华永道至今仍活跃于国际发展援助市场，例如２０１７年获得

了英国国际发展部高达９２０５万英镑的资金，位列企业类援助承建商第一位，

代表性项目包括为刚果 （金）私人部门发展提供咨询、管理巴尔干及中亚地

区公共部门改革良治基金等。②

宏观经济改革计划之后，良治援助在２０世纪末期来到国际发展舞台的中

央，其部门特性推动了西方援助的进一步服务化。英国是良治援助的核心支
持方，例如ＯＤＡ是其推动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重要抓手，③ 尼日利亚等

国民主制度确立后需要进一步援建地方自治体系，④ 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投入

２７２０万英镑援助以加强加纳的透明度和问责体系。⑤ 英国甚至将安全议题下

的援助也放置在良治框架下，下文将以英国国际发展部２０１２年至今在索马
里的援助实践，描述英国软性援助的特点以及服务咨询企业在其中的角色。⑥

２０１２年伦敦索马里事务会议后，英国国际发展部推出了 “索马里稳定基
金方案援助”支持改善安全形势、推动国家重建，并协调瑞典、德国、挪威

和欧盟等多援助方共同注资。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为第一期，基金总规模为４６００
万英镑，其中英国出资２７００万英镑；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为第二期，英国预计出

资３５００万英镑，其他援助方另外注入３０００—６５００万英镑。索马里稳定基金
日常由英国的发展咨询公司亚当斯密国际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管理，

各援助方派出官员组成秘书处监督企业工作，秘书处则需定期向援助方联合
委员会汇报，并根据委员会的决议指导亚当斯密国际在索马里的援助工作。

秘书处和亚当斯密国际的基金经理在肯尼亚内罗毕的同一地点办公，亚当斯
密国际同时在索马里各州设立实施团队办公室，寻找有利于地方发展、政治

参与和安全稳定等可资助项目。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ａｎｉｎｅ　Ｗｅｄｅｌ，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ｉｄ　ｔｏ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８，ｐ．５１．

数据来源，ｗｗｗ．ｄｅｖｅｘ．ｃｏｍ／ｎｅｗｓ／ｔｏｐ－２０１７－ｄｆｉ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ｅｃｔｏｒ－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ｒｓ－９２１４８。
Ｌｉｓｅ　Ｒａｋｎｅｒ，ｅｔ　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７．
Ｄａｖｉｄ　Ｂｏｏｔｈ　ａｎｄ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Ｔｈｅ　ＳＡＶＩ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ｍａｒｔ，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Ｌ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１４．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ｉｄ　Ｉｍｐａｃｔ，“ＤＦＩＤ’ｓ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ｉｎ　Ｇｈａｎａ　ａｎｄ　Ｍａｌａｗｉ”，２０１３．
参见Ｅｄ　Ｌａｗｓ，“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ｕｎｄ”，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１８；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ｉｄ
Ｉｍｐａｃｔ，“ＵＫ　Ａｉｄ　ｉｎ　ａ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Ｆｒａｇ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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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项目选择标准而言，援助方联合委员会将索马里的国家重建看作一个

自然生态系统，国际援助作为一种政治、安全、发展干预工具介入索马里地

方稳定，要顺从生态系统本身规律，密切观察并抓住机会回应政治竞争中可

能出现的变化，以最终完成其内生安全和政治稳定建立。例如索马里还处于

国家构建初期，各种利益群体和实力团体还处于竞争状态，所以援助国并不

急于推动索马里中央政府的建立，而是在２０１７年支持建立了 “国家领导论

坛”，后改名为 “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协调各州和各派别间的谈判事务，并

期待谈判过程最终得以孕育联邦政府。索马里稳定基金为这种中央政府生成

过程，一方面提供谈判所需的物质资金等后勤保障、培训各方的谈判和沟通

能力、会下调解各派各州之间的矛盾、适时提供制度构建咨询等；另一方面

推动社区驱动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以 ＮＧＯ等在社区层面完成减贫、教

育和卫生等社会援助，为地方治理机构运转提供资金，推动州层面公共财政

管理系统等专业部门的建立。在巨额资金和科学理念的支持下，索马里稳定

基金已经取得了以下成果：７．２万人不再因武装暴力感到不安全、９００个社

区获得或提升基础设施和服务、８７个区域获得更加稳固和具有合法性的地方

行政系统、７２个现有的和平协议得以维持、新增４４个和平协议。

英国有非常完善的援助信息公开体系，建立有专门的 “发展追踪”资料

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ａｃｋｅｒ），包含了英国的国别援助情况和一定比例的原始文

件。此外，英国政府设立 “援助影响独立委员会”，英国下议院有单独的国

际发展委员会，还有如海外发展研究所等半官方智库等，定期披露对外援助

相关听证记录、评估报告等。笔者根据上述机构的材料发现，无论是地缘政

治关键国尼日利亚，还是马拉维这样的小国，无论是加纳的民主政治问题，

还是索马里的国内冲突问题，英国在提供一种趋同度很高的对外援助：首先

在国别计划基础上建立一个数额巨大的方案援助基金；然后公开招标专业咨

询公司作为承建商运营该基金；之后，承建商挑选ＮＧＯ、中小型企业等在社

区层面投放软性援助，以去中心化、赋权等来实践良治理念，期待自下而上

的制度构建最终能够使受援国实现发展。这也意味着冷战时期在地缘政治关

键国与最不发达国家、安全援助与减贫援助之间的选择冲突得到了缓解，国

际发展部与外交部的合作空间扩大。同时，这种援助路径也充分利用了英国

国内的优势资源———发达的服务咨询业，贸工部也成为软性援助的既得利益

方。此外，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使得跨国 ＮＧＯ在英国的从业门槛相对更

低，甚至成为缓解国内就业压力的重要部门，扩大了良治援助在英国政府和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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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层面的支持基础。

相较而言，以优惠贷款援助辅助海外基础设施投融资的路径更符合工业

国的发展理念、优势资源和压力释放诉求。中国更推崇完整工业体系在发展

中的核心地位，基础设施建设则是工业化的前提。国内具备国际通用语言能

力且专业水平突出的人力资源以及在此之上形成的服务咨询行业相对较弱，

建筑工程及重型机械等才是我国的支柱产业，且存在一定的产能过剩和产业

转移压力。可以说，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也是规范选择和理性逻辑自洽

的，但相对于英国等ＯＥＣＤ传统援助国的天然国际—国内优势，中国需要处

理好与国际发展体系间的关系，完善对外援助国内部际协调机制。

五、全球价值链下中国与西方援助的 “共生”

国内外文献在比较中国与西方的援助特征差异时多聚焦于国别资源分配

与制度的关系，忽略了部门分配与发展理念的联结，忽略了不同产业结构国

在对外援助决策中面临的差异性压力。基建与工业化援助可能附带的社会与

环境风险、受援国腐败甚至是族群冲突激化等是西方国际发展研究的传统议

题，与此同时，中国也存在不理解专业咨询、发展方案设计、监督评估后向

驱动等软性援助的情况，认为西方援助人员费过高，不及中国援助实在。这

很大程度上是劳动＋资本密集型第二产业国与知识密集型第三产业国在对外

援助中投射各自发展经验和优势资源，而又互相不理解的产物。但就目前的

世界经济体系而言，两类援助国看似迥异的发展路径，却又天然共生于全球

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是对生产全球化的归纳和描述，是国际贸易的２．０时代。在

信息技术革命和自由贸易规则等的帮助下，不同国家得以根据自身比较优势

组织某一商品或服务的某一环节生产，然后再通过中间品贸易最终形成全球

生产网络，更好地降低成本、提升质量、满足市场需求。全球价值链研究可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概念描述和案例研究为

主：杰里菲等１９９４年的著作 《商品链与全球资本主义》被认为是全球价值

链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ＧＶＣ）概念被广泛接受的发端。① 之后，杰里菲在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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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大学成立全球价值链研究中心，吸引了一批学者对不同产业部门的全球价

值链布局进行描述性研究，包括纺织服装、园艺业和电子产业标准化代工

等。①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切入国际发展的研究也出现于这一阶段，最具代表
性的是杰里菲与苏塞克斯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联合推出的 《国际发展研究所

通报》专刊 “全球价值链与国际发展”，围绕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市场所带
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及伴随的社会收益分配情况展开。② 第二阶段开始于２０１０
年前后，主要是以投入—产出模型测算 ＧＶＣ各环节的新增价值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库普曼等在２０１１年提出基于投入—产出表计算每一链条环节增加

值的方法；之后关于国际贸易传统统计方式滞后于中间品贸易现实、出口数
据重复计算的研究兴起，并因中美贸易逆差等现实问题，ＧＶＣ贸易附加值测

算成为学术热点。③

遗憾的是，笔者在国际发展学文献中没有找到在不同价值链环节拥有生

产优势的援助国互动模式与协调制度的研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融入全
球价值链，发挥劳动力价格优势，快速在第二产业链条形成出口能力，成为
“世界工厂”，与欧美国家依靠自身比较优势，在知识密集型链条巩固出口能
力，主导全球高端服务业是平行互补发生的。两者的产业结构差异内生于全

球价值链体系，是一种发展的两处落地。那么理想情况将是在２０３０愿景下，

后工业化西方提供专业服务等援助，中国则着力于弥补全球发展的基础设施

缺口，受援国可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和发展需要进行经验学习和资源配置。就
援助实践而言，ＷＴＯ在２００５年推出的 “促贸援助”就是这种三元共生体系

的代表：受援国和两类援助国在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实现发展上有共识；中
国援助用于硬件采购建设，小到安检设备、大到港湾工程；西方则援助贸易

谈判培训、港口运营能力、法律制度配套等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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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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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三方共生的实现需要国际发展体系在三个层面上的完善，即上

文提到的价值叙事、制度框架和工具项目。首先，中国与西方不仅要更多地

去理解对方的发展理念，且需要对自己的援助政策有更深入的剖析，理解其

中易被忽视的 “潜意识”与利益结构，并妥善处理援助国发展理念与受援国

真实需求之间的关系。其次，国际发展体系经过数十年成长，ＯＥＣＤ等国际

组织在援助协调等议题上经验丰富、制度成熟。但中国对外援助制度化水平

较低，要处理好三方合作等可能带来的援助碎片化问题。此外，中国对外援

助在实施等技术层面与ＯＥＣＤ国家存在差距，例如项目管理、数据统计、监

督评估等。总之，加强２０３０愿景下传统援助国、新兴援助国与受援国间的

理解，提升中国对外援助的制度化、科学化与现代化，是实现三方共生、全

球发展的前提。

结　　语

发展与援助在二战后的制度化结合是现代援助体系诞生的标志，冷战的

结束进一步巩固了ＯＤＡ作为最主流援助类型、ＯＥＣＤ作为全球发展治理核心

机构的地位。中国则是新兴援助国群体中最受瞩目的一个，甚至被认为拥有

提供巨大援助资源、并行规则体系、潜在发展模式的能力。这使得中国与西

方援助的差异和关系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点。但过往研究多聚焦于中国

与西方对受援国制度属性的偏好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西援助的产业

部门分配差异：西方援助已走向全面服务化，中国则更强调基础设施及生产

性部门援助。

借助国际政治经济学中 “分配效应”的概念，本文尝试挖掘一国产业结

构与其对外援助间的关联性。产业结构是一国发展理念、发展资源和发展压

力的综合体现，可作为理解发展与援助关系的中间机制，能够反映对外援助

所蕴含的规范选择和理性驱动双重属性。一国为帮助受援国实现发展，会在

对外援助中投射自我认知为成功的发展经验，提供自我认知为最好的发展资

源。但这种规范选择却同时在援助国国内产生了利益分配效应，主导产业集

团作为发展路径的具象和发展资源的载体，承接了大量的援助项目，且有可

能形成 “隐性产业利益集团”或 “无意识的产业利益集团”，进一步固化一

国的对外援助产业部门分配。中国与西方在援助事务上的误解和相互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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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没有理解对方的援助与发展结合逻辑，甚至没有理解己

方发展援助的 “潜意识”和利益结构。本文同时提出，中国与西方基于国内

产业结构特征而形成的援助部门分配差异并不一定带来全球发展治理的冲突

或分裂。中国与西方的产业结构差异内生于全球价值链体系，具有共生互补

特征。以受援国需要作为援助的第一驱动，中国和西方可提供互补性发展

资源。

此外，中国与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关系还蕴含了一种中长期进化的可

能。因发展程度和资源能力限制，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对外援助多为物资援

助、农技合作，生产性援助则集中于制糖、纺织等轻工业部门，像坦赞铁路

这样举全国之力的大型援助项目是较少的，其规模也不能与中国现在的海外

基础设施投融资相比。未来当国内第三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中国对外援

助的部门分配可能会趋向于ＯＥＣＤ国家，对于全球发展治理的认知和利益诉

求也会有相应的变化。

（责任编辑：李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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